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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改革
与法治的关系

改革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相伴而生、相辅相成，既具有深刻的内在统

一性，又具有明显的形式差异性。

在人类发展史上，改革总是一马当先，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和旧制度；

法治则紧随其后，构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和新制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改

革是破、法治是立，改革是变、法治是定，改革更多强调冲破现有不合理的体制

机制制度的束缚，法治则更加重视维护法律权威和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

有的领导干部在如何认识和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上仍然存在着一些观念误

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革上路，法治让路”；二是“改革有功，

法治无利”；三是“改革为主，法治为辅”；四是“改革在前，法治在后”。

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必须完善和创新推进改革与法

治紧密结合的有效立法方式，充分发挥法治对改革的引导、推动、规范和保障

作用。一是立法引领改革；二是立法授权改革；三是立法确认改革成果；四是

立法预留改革空间；五是立法消除改革障碍。

袁曙宏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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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

依法治国成为两大时代主题，党的十八届三

中、四中全会决定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依法治国进行顶层设计的姊妹篇。如何正确

认识和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

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

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

一、改革与法治是辩证统一的有
机结合体

改革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相

伴而生、相辅相成，既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

性，又具有明显的形式差异性。

（一）改革与法治具有深刻的内在统

一性

改革与法治无论是从本质上看，从体现

人类进步的精神上看，还是从推动历史发展

的作用上看，都是完全统一的，二者相互交

织、交融、交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

也离不开谁。

1 . 从 古 今 中 外 历 史 看 ， 实 施 “ 变

法”“新政”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改革与法治

统一实施的过程

在人类发展史上，改革总是一马当先，

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和旧制度；法

治则紧随其后，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体

制和新制度。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都是

改革与法治紧密结合，变旧法、立新法。商

鞅变法明刑正典、诸葛亮治蜀整肃纲纪、孝

文帝改革摒弃鲜卑旧俗、王安石变法富国强

兵、张居正变法实现“万历中兴”等，莫不

如此。尤其是中国古代汉武盛世、开元盛

世、康雍乾盛世的形成，更是彰显了改革与

法治并施的关键性作用。

汉初高祖刘邦“拨乱世反之正”，文帝

景帝“务在养民”，经过60多年的休养生息，

汉朝逐渐从秦末的破败凋敝走向恢复和发

展。但长期“清静无为”的统治也造成诸侯

逾制、思想混乱、吏治腐败、豪强横行等诸

多弊端，整个国家越来越需要集中统一、坚

强有力的治理。汉武帝继位后锐意变革：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排斥“无为而治”的

“黄老学说”，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实行

“推恩令”，分割诸侯领地，巩固中央集权；

集中监察权，设十三州刺史以整顿吏治；开

创察举制，颁布《求贤诏》，不拘一格选拔

人才；改革币制，实行盐铁官营，增加中央

财政收入；对地方豪强势力以强制强，严厉

打击；富国强兵，开疆拓土，等等。这一系

列举措有力促进了政治稳固、经济繁荣、社

会安定，开创了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

峰，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唐初太宗李世民鉴于隋速亡的历史教

训，实行“安人宁国”、崇尚节俭、居安思

危的施政方针：施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去

奢省费、轻徭薄赋；减轻刑罚，按照宽简

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封建法典《贞观律》；恪守“治国莫大于治

贪”的治国戒律，对王公贵族和势要之家严

加控制，对贪赃枉法官吏施以重罚；进一步

完善三省六部制，加强中央集权；实行恩威

并施的民族政策，使唐朝声威远播、四方宾

服，等等。唐玄宗继位后顺应时势，以过人

的魄力和才智重典治乱：穷治武韦余党，防

止后宫外戚干政，有效遏制了内乱萌发；坚

决裁汰冗官、严格官员铨选，较好整顿了吏

治；完善法制，删辑律令格式，编纂了《唐

六典》。《唐六典》和唐高宗时期编纂修订的

《唐律疏议》标志着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正

式形成，对后世中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均产

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辉煌时代。

清圣祖康熙继位时正值满族统治初定，

社会矛盾极其复杂严峻，康熙帝重拳治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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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保证社会安定，巩固王朝统治：废除圈

地令、坚决制止满族王公圈地；铲除鳌拜

集团、裁撤三藩；整顿科场舞弊、整肃吏

治；平定边疆、统一台湾；实行“盛世滋生

人口，永不加赋”，等等。这些举措有力推

动了康雍乾盛世的开启。雍正继位后推行严

字当头、革新政治：大力清查钱粮亏空；整

治朋党，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推行摊丁入

亩、官绅纳粮一体当差、火耗归公、改土司

制为流官制等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举

措，对推动康雍乾盛世进一步走向辉煌发挥

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性作用。乾隆

继位后对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等不法行为继

续严厉打击，把康雍乾盛世最终推向高潮。

从国外看，改革法治并行施新政的成功

例证同样不胜枚举。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

年就任美国总统后，针对当时经济危机中金

融市场崩溃、大批企业银行破产倒闭、失业

人数激增、生产严重过剩、社会矛盾激化等

问题，出台了《紧急银行法》《国家工业复

兴法》《农业调节法》《社会安全法》等70

多部法案，大刀阔斧实施了一系列治理美国

经济危机的法律措施，大大缓解了大萧条所

带来的严重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使美国化

危为机，走上世界第一强国之路。1979年，

撒切尔夫人任英国首相后，以强硬作风推行

1979年预算案，施行了以推进私有化、控制

货币、削减福利开支、打击工会力量等为主

要举措的“撒切尔主义”，有力推动了英国的

经济发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受命于苏联解体、

俄罗斯处于四分五裂边缘的危难之际，以强

国富民、振兴俄罗斯为纲领，加强中央集权、

打击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维护联邦统一、

整肃寡头政治、大幅进行经济改革等一系列

举措，使俄罗斯由乱而治。新加坡前总理李

光耀在立国之初就坚持创新立国、重典治国，

创造了“新加坡奇迹”，其实施改革和法治成

就之大，在当代世界历史上都堪称范例。

2.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看，改革

和法治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共同推动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可以说

是古今中外历史上覆盖人口最多、持续时间

最长、取得成就最大的一次“变法”和“新

政”。在改革开放37年的历史轨迹中，镌刻

着若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它

们既标志着我国改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也

标志着我国法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78年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及其后召

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新时期改

革开放的大幕，也开启了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的新时代；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

话”及其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

全会，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方向，同时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

系的建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2001年我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及其后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和十六

届三中全会，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不断扩展和深化，同时推动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2012年党的

十八大及其后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

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

决定，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和法治都进入了历

史新时期。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历程和具有标志性

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

到，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彻底打破权力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制度的严重束缚，逐

步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和制度，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全体中国人民勤劳

致富、创业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极

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发展了社会

生产力、解放和增强了社会活力，开辟了一

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3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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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创造举世瞩目的世界奇迹的关键所

在。所以说，改革的红利就是制度的红利、

就是法治的红利，改革和法治如鸟之双翼、

车之两轮，共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这既是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法治

建设的鲜明特征，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执政兴国和治国

理政的基本方式。

（二）改革与法治具有明显的形式差

异性

改革与法治虽然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

的，但外在形式上，两者的差异又是十分明

显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是破、法治是

立，改革是变、法治是定，改革更多强调冲

破现有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制度的束缚，法治

则更加重视维护法律权威和经济社会秩序的

稳定。具体而言，两者的形式差异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和探讨：一是从思维特征

看，改革表现得更为主动和活跃，受条条框

框的约束不大，而法治则表现得更为审慎和

稳定，要求在规则之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

题；二是从行为特征看，改革更强调创新性

和突破性，要求敢闯敢干，法治则更强调确

定性和规范性，强调依法决策和依法办事；

三是从功能特征看，改革主要表现为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功能，而法治则主要表现

为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保障功能；四

是从评价特征看，对改革更加重视从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评价

其成效，对法治则更加重视从维护国家社会

稳定和保障公平正义、人民权益的角度去评

价其成效。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之所以探讨和

分析改革与法治的形式差异性，是为了强调

如何更好克服在推进改革和法治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片面与偏差，为了强调如何更加重视

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法治与改革可

能会产生的某些张力和矛盾，为了强调如何

在立足客观实际、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最

大限度地实现改革与法治的高度内在统一。

二、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
中完善法治

“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

治”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辩证认识和处理

当前我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作出的深刻论断，

也是新形势下互动推进改革和法治的正确路

径。当下的中国，正处于改革与法治的共生

期、共进期、黄金期，正处在最好的全面深

化改革时代，也正处在最好的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时代，做好改革与法治有机结合这篇大

文章，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人的重大使命。

（一）当前的改革是法治之下的改

革，而不是抛开法治另搞一套的改革

经过建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

年的不懈努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截至2015年6月

底，我国现行法律243部、行政法规744部、

地方性法规9580部，国家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总体实

现了有法可依。同时，随着立法的不断精细

化，立法内容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具体，操

作性越来越强。如1979年《刑法》只有192

条，1997年修订增加到452条，并先后通过

了八个修正案，进行了十次解释，目前正在

审议第九个修正案。1979年《刑事诉讼法》

是164条，1996年修改增加到225条，2012年

修改增加到290条。其他方面的法律修改一

般也都不同程度增加了新的内容，如2009年

《食品安全法》是104条，2015年修订后增加

到154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

成相适应，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取得显著进步，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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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

社会一体建设的工作布局全面确立，社会主

义法治精神逐步深入人心。因此，新形势下

的全面深化改革应当是在法治之下有序、渐

进、稳步推进的改革，以最大限度用法治凝

聚改革共识、完善改革决策、规范改革行为、

推动改革进程、固定改革成果，保证改革始

终在法治的轨道上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化。

（二）当前的法治是在改革进程中不

断完善的法治，而不是已经尽善尽美、无

需改革和发展的法治

法治作为特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其内容

只能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的完善

程度所决定，而不能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还是一个“毛

坯房”，需要进行“精装修”，需要根据改革

发展稳定的新实践和新要求不断进行修改完

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

守法等各方面都面临着十分艰巨和繁重的改

革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并列提出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和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制度目标，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必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

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这就明确把通过改革不断完善制度的任务提

了出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

改革的总目标，部署了336项改革任务，最

终大都要固化为法律制度，法律法规立改废

释的任务极其繁重复杂，特别是从市场的

“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从“国家

管理体系”到“国家治理体系”，从“社会

管理体制”到“社会治理体制”，都是深层

次、全方位的革命性变革，必将引发和带动

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法律实施等各方面的

深刻调整与变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部署了190项法治改革任务和举措，明确了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总蓝图、路线

图和施工图，无疑将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这些都充分表明，新形势下的法治应当

是以改革为动力快速推进、日渐完善的法

治。要使法治如一江春水，伴随着改革和发

展的脚步而浩荡前行。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与法治
的关系亟需纠正一些观念误区

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

的实践中，有的领导干部在如何认识和处理

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上仍然存在着一些观念误

区。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革上路，法治让路”。有的领

导干部认为，改革就是要冲破法律禁区，中

国改革开放一路走来就是靠打擦边球、踩法

律红线创造奇迹的，今天仍必须靠这种“良

性违法”来推动改革发展，如果改革事事

都要找法律依据，都要立法，岂不耗费时

间，耽误了改革怎么办？压抑了改革者的积

极性怎么办？有的把“依法办事”与“敢闯

敢试”对立起来，将制度看作障碍，把规矩

当成麻烦，认为制度细了、规矩多了，事情

不好办、工作不好干，现在法律的条条框框

妨碍和迟滞了改革，把“改革创新”“跨越

发展”“动机合理” “目的正确”等作为可

以突破法治的“借口”“特例”。还有的是草

莽式的改革思路和作风，完全无视法律的存

在，“什么法不法的，先干起来再说”，甚至

公然借改革之名行违法乱纪之实。

二是“改革有功，法治无利”。由于长

期“以GDP论英雄”的惯性作用，一些领导

干部重改革重发展轻法治轻规矩，认为抓改

革能出政绩、树形象，促进又好又快发展，

而抓法治则是“老牛拉车”，不仅见效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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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费力。有的对改革是大讲特讲，对法治

则是少讲不讲，对改革部署有任务有指标有

期限，对法治建设则是有口号没举措没落

实。一些地方对领导干部考察也是侧重抓改

革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很少重视考察领导干

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和水平。

三是“改革为主，法治为辅”。一些领

导干部把法治当成有利则用、没利不用的手

段和工具，认为改革是第一位的，法治是第

二位的，当法治有利于推动改革时就重视法

治，当法治要规范改革时就规避法治甚至

抛开法治。有的领导干部名义上要依法改

革，但对重大改革事项的合法性审查，却要

求只能“开路条”，不能“设关卡”。还有一

些地方的领导干部片面强调所谓的“地方特

色”“部门实际”，遇到改革与法律规定不

符时，违背法治原则讲局部利益，搞所谓的

“变通执行”“便宜行事”，把“实事求是”

当成不依法办事的“盾牌”。

四是“改革在前，法治在后”。有的领

导干部虽然也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但是只

重视法治对改革成果的确认、保障作用，不

重视法治对改革的引领、推动作用，认为不

破不立、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法治工作只能当“后勤”、不能干“先锋”，

只能在“幕后”、不能上“台前”，法律天生

就具有滞后性，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引领、规范改革，盲目、强行甚至违法

推进改革，及至发生重大问题、造成重大损

失才后悔莫及。

这些看法和做法，都是片面地把改革与

法治机械对立起来，不利于改革与法治的内在

统一和有机结合，应当及时、坚决予以纠正。

四、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与法治的
关系需要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立法方式

搞好改革与法治的紧密结合，首先要从

立法上促进二者的有机结合，“实现立法和

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这既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明确要

求，也是当前推动改革与法治更好结合的着

力点。因此，这就要求立法必须坚持从中国

国情和客观实际出发，坚持鲜明的改革方向

和问题导向，积极适应改革发展的新实践新

需要，努力完善和创新推进改革与法治紧密

结合的有效立法方式，充分发挥法治对改革

的引导、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

一是立法引领改革。法律是党的主张、

人民意愿和国家意志的高度统一，立法是科

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有机结合。

立法引领改革，就是执政党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以法律为载体，依照法定程序提

出自己的改革目标和举措，充分发扬民主、

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国家意志，从而实现其

执政主张。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实践

看，立法先行引领改革的例子不少，如改

革开放初期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个

人所得税法》《专利法》等。美国历史上的

“罗斯福新政”，其成功经验之一就是高度重

视立法推动改革，在100多天里国会先后审

议通过了70多部法律并强力实施，从而有效

化解了美国的经济危机。实践告诉我们，立

法引领改革极其重要，但也十分不易。不是

什么法都能治国，更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

国。如何立足实际、把握规律、提高立法质

量，切实保证立法的科学性、及时性、针对

性、有效性，是更好发挥立法引领改革作用

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在立法引领改革方

面，我们的经验还不成熟不系统，好办法巧

办法还不多，机制制度尚不完善，需要加大

探索和创新力度，以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和全

面依法治国的新要求。

二是立法授权改革。改革既不是“法外

之地”，更不是“法律禁地”。对实践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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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改革，要按照立

法程序作出授权，既不允许随意突破法律红

线，搞所谓“良性违法”改革，也不允许简

单以现行法律法规没有依据为由，否定改革

或迟滞改革。党的十八大之后，立法授权改

革的方式正成为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相统一

和相衔接的日益重要的立法方式。无论是上

海、天津、广东、福建等地的自贸区改革，

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还是最高人民法

院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法院陪审员制度改革

试点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

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等，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

会授权，暂时停止或调整某些法律条款的实

施，允许试点地区先行先试，以形成能复

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制度后再修改

法律，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是有效的。

三是立法确认改革成果。对实践证明已

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

措，要及时上升为法律法规，这是我国改革

开放30多年来使用最多的一种立法方式，也

是以改革推动立法的一条成功经验。如我国

现行宪法自1982年颁布实施以来，共进行了

四次修改，通过了31条宪法修正案，以制度

形式反映、固定、确认了改革成果，使其宪

法化、定型化，从而既促进了宪法本身的不

断完善，又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和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发展起到了重

大推动和保障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立法确

认改革成果并不是说立法只是对改革成果作

简单、被动的记录，而是通过民主和立法程

序升华认识、凝聚共识、完善制度，最终形

成具有普遍规范性和约束力的国家意志。

四是立法预留改革空间。对有些正在探

索推进改革的领域，虽然改革的方向和重大

举措确定了，但某些具体改革措施和制度设

计还不成熟，认识也不尽一致，这时立法就

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为将来进一步的改

革预留空间。这也是一个需要不断积累经验

进行创新探索的立法方法。如1986年出台的

《民法通则》确立了基本的企业法人制度，

为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孕育和发展奠定了法

律基础；但《民法通则》对企业法人的具体

类型、治理结构等并没有作出限定，而是留

待企业改革逐步深入后，通过制定《公司

法》等法律予以解决。更进一步看，1993年

出台的《公司法》既对股份有限公司、有限

责任公司的设立、运营作了一般性规定，适

用于各类所有制的公司，又对国有独资公司

作了特别规定，这既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也为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等预留了比较充分的法律空间。应

当说，我国不少现行法律法规中都有类似的

制度安排，特别是法律授权国务院就调整某

一方面的事项制定行政法规，在很多情况下

就比较典型地体现了立法预留改革空间的制

度安排。

五是立法消除改革障碍。对不适应改

革要求的现行法律法规，应当及时修改和废

止，不能让一些陈旧过时、保守僵化的法律

条款成为改革的“拦路虎”“绊马索”。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法律法规修改、废止的进

程大大加快，不少是“打包”修改、“一揽

子”修改、配套修改，有力配合了全面深化

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

总之，只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改革

与法治的辩证统一关系，始终坚持在法治下推

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就一定能实现全

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度融合和最佳

结合，就一定能更好发挥改革和法治在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中的双轮驱动作用，改革和法治就

一定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王大鹏）


